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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何以能够“舍生取义”？ 

基于保护性价值观认知神经机制的解释* 

岳  童 1  黄希庭 1  傅安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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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保护性价值观是一种拒绝与其他任何价值相互交易, 尤其拒绝与经济价值进行交易的观念。近些年

来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证据表明, 人们之所以可以为了坚守保护性价值观, 表现出“舍生取义”的行为(如对抗

利益诱惑甚至放弃生命), 一方面在于保护性价值观是以一种道义主义的绝对规则方式进行表征和建构的, 这

使得人们较少进行利弊权衡; 另一方面, 由于保护性价值观与自我和道德认同过程紧密相关, 使得其被主观

赋予了最高价值。未来研究中, 可以在借鉴保护性价值观的研究范式基础上, 开展对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实证

研究探讨, 关注其文化差异问题, 并进行正确价值观的干预和正确引导的应用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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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在两千多年前, 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

就曾提出过铿锵有力的价值判断：“生, 亦我所欲

也, 义,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

者也” (《孟子·告子上》)。中国古代的儒家知识

分子为了“行天下之大道”, 要做到“富贵不能淫 ,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这种对终极价值和信

仰的坚守不仅护佑着中华民族成功地应对一场场

生存危机, 使无数仁人志士在面对利益诱惑甚至

生命威胁时仍然可以保持初心, 也是中华文明绵

延至今的重要保障。无独有偶, 西方宗教文化中

为了信仰而放弃俗世生活(如“苦修主义”), 甚至

“殉道”的例子也有很多, 且这种对宗教信念的坚

守长久以来被信徒们所推崇。以上做法不仅与经

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相悖, 而且不符合动物基

本的趋利避害天性。为了某种价值信念而放弃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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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利益甚至对抗死亡威胁, 似乎是人类所特有的心

理和行为模式, 这体现了人类精神超越性的一面。 

在心理学研究中, 对上述现象的探讨往往在

“保护性价值观(protected values)”的范畴内进行。

保护性价值观也被称为神圣价值观(sacred values)

或绝对性价值观(absolute values), 是具有以下性

质的价值观念：人们拒绝将这种观念指向的客体

与具有价值的其他客体互相交易, 尤其拒绝与那

些仅仅具有经济价值的客体相交易 (Baron & 

Spranca, 1997; Baron & Jonathan, 2017; 何贵兵, 

奚岩, 2005 )。在实际操作中, 研究者主要通过两

种方式来界定某种价值观是否属于保护性价值

观：第一种是通过问卷测量的方式(Dogan et al., 

2016; Duc et al., 2013), 主要采用的工具是保护性

价值观问卷(Hanselmann & Tanner, 2008; Tanner et 

al., 2009), 它包涵 9 个题项, 其中 4 个直接测量个

体在某种观念上抵制金钱交易的倾向, 另外 5 个

题项所衡量的是个体对某种价值观被违反之后的

情绪反对倾向, 最后在该量表上的总得分便是某

种价值观的保护性程度 ; 第二种名为 Becker- 

DeGroot-Marshak (BDM)拍卖任务 , 即让被试对

自己所有的价值观进行金钱标价, 对那些不论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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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多高的价格被试都不会出卖的价值观便被定义

为保护性价值观(Berns, Bell, et al., 2012; Pincus et 

al., 2014)。从以上操作性定义来看, 保护性价值观

包括基本宗教信念、道德规范[如诚信(Dogan et al., 

2016)、正直(Berns, Bell, et al., 2012)]以及有关国家

与种族认同的核心观念等(Berns, Prietula, et al., 

2012; 李林, 黄希庭, 2013)。需要指出的是, 价值

观并非是完全普适性的, 而是会受到个人所处文

化环境和成长经历的影响。例如, 以国外大学生

为被试的研究中发现, 神学专业的学生相比于经

济学专业的学生有更多的保护性价值观(Duc et 

al., 2013; Tanner et al., 2009 )。总之, 保护性价值

观可以视为个体某些价值观在特定经历和文化塑

造下的绝对化和神圣化过程, 可以为人们终极人

生目标的达成提供核心和持久的动力。 

自保护性价值观这一概念进入心理学研究领

域以来, 围绕着该心理现象有何加工特点和社会

功能问题, 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例如, 很多

研究者发现当用金钱补偿来迫使个体在某些保护

性价值观上进行妥协时, 个体不仅会产生一系列

负性情绪(如愤怒、厌恶等) (Atran & Ginges, 2012; 

Sheikh et al., 2012)来对抗这种交易, 还会进一步

加强对自己原有价值观的坚持 , 即形成所谓的

“逆火效应” (Backfire Effect) (Bénabou & Tirole, 

2011; Sandel, 2012)。不仅如此, 由于不同群体所

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 其所持有的保护性价值

观存在很大的差异, 而这些价值观又具有绝对性

和现实超越性, 进而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和

对话变得非常困难, 这也成为了文化和群际冲突

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Ginges et al., 2007; Atran & 

Ginges, 2012 ;Sheikh et al., 2016)。然而, 上述研究

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现象层面对保护性价值观进行

描述和总结, 究竟保护性价值观是如何对抗利弊

权衡(如金钱诱惑或生命威胁), 从而表现出绝对

性和现实超越性的, 以往的研究者很难给出令人

满意的回答。近些年来,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

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技术的发展, 揭示保护性价值观的

心理及神经加工机制成为了可能 (Vilarroya & 

Hilferty, 2013), 这也为理解为何人们能够“舍生

取义” (即放弃趋利避害的本性而做出坚守某种价

值理念的行为)提供了更为直观的分析视角和证

据。有鉴于此, 本文将在回顾和分析前人研究基

础上, 首先论述保护性价值观的表征和建构模式, 

之后从认知神经加工的角度阐释保护性价值观对

抗利弊权衡的作用机制问题, 最后进行总结并提

出未来研究的展望, 以期可以更为深入系统地理

解保护性价值观的作用原理, 并为应用实践中正

确价值观的培养和干预提供理论上的启示。 

2  非保护性和保护性价值观的表征及
建构模式 

价值观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系列抽象的观念表

征(黄希庭, 2014)和社会规则的集合(Zahn et al., 

2007)。而从已有研究来看, 人们基于价值观念的

决策判断主要分为两种：功利主义(utilitarian)和道

义主义(deontological)。前者是在效用框架下进行

的, 往往在利弊权衡后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做

出决策; 而后者更注重对事件性质而非结果的判

断, 且只有绝对正确或错误的二元性区分, 与道

德直觉(moral intuition)相似(Baron, 2009)。其中, 

很多非保护性价值观是基于功利主义原则进行加

工的, 而保护性价值观则更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道

义主义的方式进行表征和建构的。 

2.1  非保护性价值观：利弊权衡后的价值最大化

加工 

在很多情况下, 价值观并非是绝对稳定存在

的心理结构。有研究者认为, 价值观是自明之理, 

缺乏必要认知成分的支持, 这使得某些非保护性

价值观的重要性容易受到外界劝说和社会压力的

影响(Hitlin & Piliavin, 2004)。而最近的脑成像研

究结果发现, 个体之所以能在外界环境影响之下

改变自己的某些非保护性价值观, 其背后涉及到

大脑价值赋值系统的参与。 

腹内侧前额叶(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和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 VS)是人

类价值赋值的两个核心脑区, 在加工对个体来说

                     

 需要指出的是 , “非保护性价值观”并非一个专有的学术

名词, 而是在本文中为了与保护性价值观相区分而人为划

定的概念。从包涵的内容来看, 保护性价值观仅仅在价值

观系统中占很少一部分 , 而大多数价值观属于非保护性

的。而也并非所有的非保护性价值观都会采用功利主义的

加工方式, 从功利主义到道义主义更像是一个连续体的两

级。因此, 在论述非保护性价值观的加工模式时, 本文采用

了“某些非保护性价值观”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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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赏性质[包括初级(如食物)和次级(如金钱)]的

刺激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Bartra et al., 2013; 

Levy & Glimcher, 2012; McNamee Rangel & 

O'Doherty, 2013)。而人们之所以在他人劝说或社

会压力下改变自己原本持有的某些非保护性价值

观, 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 即放

弃固有价值观并遵从被主观赋予了更大经济或生

存价值的新选择。例如, 在 Cooper 等人(2017)的

研究中发现, 当劝说久坐人群改变其不健康的生

活方式并接受健康生活理念时, 他们价值计算系

统的功能连接强度与在实验后久坐行为的频率减

少有关：腹内侧前额叶和腹侧纹状体在“增加身体

活动”的健康观念的刺激下激活及连接水平越强, 

随后久坐时间缩减幅度越大。这说明, 健康生活

的观念可能会使某些久坐个体意识到健康的好处, 

在大脑中进行权衡, 进而根据自我利益最大化的

原则更改自己原有的生活理念。再如, 人类是社

会性动物, 与群体内大部分成员保持观点一致在

多数情况下都是最优化的选择, 这对个体生存至

关重要。Nook 和 Zaki (2015)考察了个体对事物的

健康理念是如何被同伴的选择所影响的, 结果发

现当被试提升自己对食物的健康评价以符合同伴

观念的过程中, 其腹内侧前额叶的活动也随之增

强。该研究结果表明, 个体在同伴选择压力下会

进行价值权衡和计算, 并做出观念上的改变以使

自己获得现实的利益。 

由上可知, 虽然价值观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

中所形成的理念和规则, 能在默认模式下直接影

响生活中的种种决策。但是在面对利弊权衡时 , 

很多原本持有的价值规则也要让位于对现实利益

的考量, 即趋利避害在很多情况下是个体的最优

价值选择。然而, 如果在所有价值选择上个体都

遵循上述加工模式的话, 也就没有“杀身成仁, 舍

生取义”这种超越性价值信念存在的可能了。也就

是说, 保护性价值观能够抵御或越过利弊权衡过

程, 不计自身得失而坚持相应的信念, 在其表征

及建构模式上必然有其独特之处。 

2.2  保护性价值观：基于道义原则的绝对规则加工 

自保护性价值观的概念提出之日起, 相关研

究者便认为, 这种价值观与非保护性价值观有所

不同, 即它们可能更多是以道义取向进行表征和

建构的, 不问结果如何, 只从事件本身的对与错

出发进行价值判断。近些年来, 这种观点在神经

生理层面得到越来越多证据的支持。 

例如, Berns, Bell 等人(2012)发现, 被试对保

护性价值观的表征和处理主要激活的脑区为腹外

侧前额叶(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vlPFC)和

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 其中

前者与语义规则的提取与加工有关(Sharot et al., 

2012), 而后者主要参与到了对信念的道德判断过

程(Young et al., 2010)。与之不同的是, 人们对非

保护性价值观的加工则更多地利用顶下小叶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s, IPL)这一与功利主义的

价值计算与决策有关的脑区(Bhanji et al., 2010; 

Kable & Glimcher, 2009)。随后, Pincus 等人(2014)

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 即被试在加工涉及保护性

价值观的陈述时相比于非保护性价值观更多地激

活了腹外侧前额叶这一与规则提取相关的脑区 , 

这再次说明保护性价值观是按照一种绝对规则的

方式存储于大脑之中的。不仅如此, Pincus 等人

(2014)还试图通过同辈的选择一致性压力(指周围

同伴都不认可自己选择时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来

影响个体对价值观的坚持, 结果发现越不容易受

到社会压力影响来改变固有价值理念的被试, 其

腹外侧前额叶的激活程度越强, 这可能表明不同

个体在保护性价值观的规则认同程度上也存在差

异 :越是将其当成一种道义原则进行表征和构建

的个体, 保护性价值观于他们来说越是稳固。总

之, 以上结果表明, 保护性价值观在表征和建构

模式上的确有其独特之处, 这种认知神经结构决

定了人们在加工保护性价值观时采用了一种绝对

规则的方式, 而非权衡利弊再进行判断。 

另外, 保护性价值观的表征和建构除了与道

义性的绝对规则加工方式有关之外, 可能还涉及

到自我表征和情绪加工过程。例如 , Kaplan, 

Gimbel 和 Dehghani 等人(2016)从超过 2000 万的

网络日志中筛选出包涵保护性和非保护性价值观

的真实生活故事呈现给被试, 并记录了他们在这

个过程中的神经反应。结果发现, 当个体阅读这

些故事时, 其后内侧皮质(posterior medial cortices, 

PMC), 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及颞顶联合区等默认网络相关的脑区有明

显的激活, 且包含保护性价值观的故事相比于包

含非保护性价值观的故事在上述脑区上激活程度

更甚。Kaplan, Gimbel 和 Dehghani 等人认为, 上

述结果说明了保护性价值观的表征可能涉及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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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的自我身份认同、道德判断和社会情绪加工过

程。随后, Kaplan, Gimbel 和 Harris (2016)考察了

当个体强烈认同的保护性价值观(自由主义 vs 保

守主义)受到反对信息的冲击时, 大脑是如何进行

处理和加工的。结果也发现, 相比于非保护性的

价值观, 被试在加工与政治信念相关的信息时其

默认网络相关脑区有明显的激活。从个体差异的

角度上来看, Kaplan, Gimbel 和 Harris 还发现了越

是能在反对信息冲击下坚持原本价值信念的个体, 

其 背 内 侧 前 额 叶 皮 层 (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脑岛(insula)和杏仁核(amygdala)

的活动程度越强。对此, Kaplan, Gimbel 和 Harris

认为这可能反映了保护性信念在维持过程中个体

是如何利用情绪唤起来对抗威胁信息冲击的。综

上所述, 保护性价值观在表征和建构上可能还与

个体的自我与道德认同有关, 这就使得它们在价

值重要性上明显提升, 且可以调动情绪资源来对

抗外界信息的冲击。 

3  “舍生取义”：保护性价值观对抗利弊
权衡的认知神经机制 

对个体来说意义最为重大的需求往往来源于

两个方面：生存需要和物质利益。前者保障了个

体生命的延续 , 后者可以使个体获得良好的发

展。如果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避免死亡威

胁和获得现实物质奖赏是生物体在趋利避害本能

驱使下的不二选择。然而, 保护性价值观却可以

使人们为了某种信念抵御物质利益的诱惑, 甚至

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 即人们所说的“舍生取义”。

如前文所述, 保护性价值观具有独特的表征和建

构模式来使其保持稳定性, 但这种心理结构是如

何对抗物质诱惑和死亡威胁的呢？近些年来的认

知神经研究尝试从以上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这

也为人们理解保护性价值观的工作原理和内在机

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3.1  保护性价值观如何对抗物质诱惑 

保护性价值观的一个最典型特点便是不可交

易性, 即不论提出多少物质补偿个体都不愿放弃

自己坚持的价值理念。之所以如此, 一方面在于

保护性价值观基于绝对规则的构建方式, 另一方

面则可能源于价值观被冲击后产生的情绪对抗过

程, 即前文所提及的“逆火效应”。 

Dogan 等人(2016)以“诚信”作为保护性价值

观的代表, 探讨了个体是如何抵御金钱诱惑的。

他们要求被试扮演 CEO 的角色, 并在诚实报告公

司收入或虚报公司收入以获得个人财富提升之间

进行选择。脑成像研究结果表明, 被试越是将诚

信视为自己的保护性价值观, 在面对金钱诱惑时

其背外侧前额叶、背内侧前额叶及其额下回

(inferior frontalis gyrus, IFG)的激活水平越强。进

一步分析结果表明 , 额下回与背外侧前额叶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的单向连接

及其额下回与背内侧前额叶的双向连接越强, 被

试将诚信价值观与金钱收益交换的意图越弱。其

中, 背外侧前额叶、背内侧前额叶及其额下回在

之前的研究中都参与到了认知控制及其反应抑制

过程(Aron, 2007; Carter & Veen, 2007), 说明那些

更加重视诚信价值观的个体应当具备更强的认知

控制能力来抑制金钱的诱惑; 而额下回在之前的

研究中多与语义规则的表征有关 (Souza et al., 

2009), 这可能说明以诚信为保护性价值观的被试

相关价值信念在其语义规则网络中更加稳固。上

述研究可能表明, 对价值观规则性的绝对认知及

其主动抑制可能是个体能在金钱诱惑下坚持保护

性价值观的重要原因。 

Duc 等人(2013)探讨了保护性价值观强制交

易引发的“逆火效应”及其背后的神经反应过程。

他们召集了经济学和神学专业的被试来完成保护

性价值观交易任务, 如在人的生命和金钱补偿中

进行强制性选择。其中, 神学专业的学生更倾向

于将人的生命权视为保护性价值观, 因此他们在

面对交易时报告出了更高水平的愤怒与厌恶情绪, 

在神经活动上更多地激活了右侧杏仁核(amygdala)

和前颞叶(anterior temporal lobe, aTL)等脑区, 且

其内侧前额叶−颞叶−边缘系统网络及杏仁核之间

的连接强度与其自我报告的负性情绪水平之间存

在更强的相关。参考前人研究结果, 杏仁核及其

额叶−颞叶−边缘系统网络更强的活动可能说明神

学专业学生在交易选择后会产生更强的情绪关注

水平, 而前颞叶等脑区的激活可能反映了道德相

关的规则被违反时复杂的知觉过程(Zahn et al., 

2007)。总之, 上述结果说明, 价值规则被违反后

所激发的负性情绪体验可能是保护性价值观对抗

金钱诱惑、维持自身合理性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 虽然目前直接探讨保护性价值观

如何对抗物质诱惑的神经生理研究并不多, 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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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前文所论述的保护性价值观的表征和构建模式, 

可以大致推测和勾勒出其可能的运行机制。首先, 

保护性价值观是以一种基于道义主义的绝对规则

形式来构建的,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这种观

念在面对物质诱惑时可以绕开利弊计算过程, 直

接从语义记忆网络中提取相关规则来遵守和进行

判断; 另外, 由于保护性价值观在表征和构建上

与自我与道德认同有关, 因此在强制要求个体在

价值信念和金钱利益之间进行选择时, 可能会被

个体视为对自我和道德认同的威胁, 因此激发起

愤怒和厌恶等消极情绪反应进行反抗, 进而巩固

自己原本持有的信念。 

3.2  保护性价值观如何超越求生本能 

对于生物体而言, 避免死亡的决策往往是最

优价值选择。然而, 很多人可以为了坚持自己的

价值理念, 宁可放弃生命权, 这种现象在宗教极

端团队中较为常见。最近, 很多研究从大脑神经

活动的角度揭示了宗教极端团体的成员或支持者

为何可以为了保护性价值观牺牲生命的心理过程, 

从中也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发。 

已有研究结果发现, 宗教极端团体成员在面

对保护性价值观和为之牺牲生命的价值选择时 , 

绝对性的规则加工方式仍然在起主要作用, 而利

弊计算则较少被使用。例如, Pretus 等人(2018)对

巴塞罗那年轻的摩洛哥裔男子进行研究, 这些被

试都公开表示他们将不惜以生命来捍卫圣战事业, 

即宗教教义对他们来说是保护性的价值观。在进

行大脑扫描时, Pretus 等人(2018)测量了这些被试

为自己的保护性价值观(例如, 禁止关于先知的漫

画, 禁止同性恋婚姻)及其他重要但非保护性的价

值观(如穿着面纱的女性, 在学校中的伊斯兰教学

等)而战斗或赴死的意愿。行为结果发现, 相比于

非保护性的价值观, 被试对保护性价值观报告出

了更强的战斗和献身意愿。在大脑活动水平上 , 

保护性价值观相比于非保护性价值观更多地激活

了额下回(IFG)这一与语义规则提取和加工相关

的脑区, 这说明保护性价值观在这些被试认知结

构中是一种绝对性的规则, 在面对死亡交换时仍

然被当成不可违背的规则来进行坚持。Hamid 等

人(2019)通过访谈招募了在西班牙的巴基斯坦移

民 中 的 宗 教 狂 热 分 子 , 这 些 人 都 是 虔 诚 军

(Lashkar-et-Taiba)的拥护者 , 因此在与宗教相关

的价值观上非常极端。在实验中, 给上述被试呈

现保护性和非保护性的价值观, 并要求他们报告

自己为该理念战斗或赴死的意愿, 结果发现保护

性价值观相比于非保护性价值观在背外侧前额皮

层上激活更弱。背外侧前额皮层涉及到执行控制

相关的心理功能, 如外在刺激的利弊评估(Rudorf 

& Hare, 2014)和损益计算(Hare, Camerer & Rangel, 

2009)。由此 Hamid 等人(2019)认为, 当人们选择

为保护性价值观献出生命时, 他们更少地进行利

弊计算, 而是更多地将保护性价值观视为引导目

标的道德要求。 

Pretus 等人(2019)的研究结果为该问题提供

了更进一步的启发。他们在巴塞罗那招募了巴基

斯坦的穆斯林移民参加实验, 并在其中筛选出圣

战组织和民族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作为具有宗教极

端保护性价值观的典型代表。在实验中, 给这些

被试呈现“西方军队应该被驱逐出穆斯林国家”、

“印度不能拥有克什米尔的主权”等涉及保护性价

值观的陈述, 然后要求这些被试在 7 点 Likert 量

表上进行“是否愿意为该理念战斗或献身”的等级

评定。结果发现, 被试愿意为该价值理念战斗和

赴死的意愿越高, 其腹内侧前额叶的活动水平越

强, 背外侧前额皮层的激活程度越弱, 且这两个

脑区的功能连接倾向也越不明显。如前文所述 , 

腹内侧前额叶与决策过程里的主观价值赋值有关

(Bartra et al., 2013; Shenhav & Greene, 2014), 而

背外侧前额皮层与协商推理及整合成本效益计算

相关。这可能说明, 这些极端主义分子将为信念

而牺牲生命主观赋予了最高的价值, 利弊计算和

认知控制通路在其中基本是不起作用的。作为对

照, Pretus 等人(2019)在研究的第二部分故意设置

让这些被试看到身边同伴的低战斗和赴死意愿 , 

以此来观测上述两个脑区的活动模式。结果发现, 

被试受到了同伴观点的影响, 在为信念放弃生命

的主观报告意愿上有了明显降低, 伴随这种趋势

的是背外侧前额皮层的活动增加。以上研究结果

表明, 对保护性价值观的主观赋值和利弊计算之

间可能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拮抗关系。 

总之, 从已有结果来看, 某些与宗教信仰有

关的保护性价值观之所以能够超越求生本能, 可

能还是与其独特的表征和建构模式密不可分。一

方面, 作为绝对性的道义规则, 即使在面对为信

念牺牲的可能性时保护性价值观也是人们的第一

选择 , 而不需要进行利弊权衡; 另一方面 ,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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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值观与自我和道德认同在表征上的一致性使

其成为了个体生活中的最高价值目标, 这使得利

弊计算系统很难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 

4  总结与展望 

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 不论在何种文化背

景下, 为了坚持自己理想信念而“富贵不能淫, 贫

贱不能移 , 威武不能屈”的行为都广受推崇和歌

颂。这种行为使人们超越了趋利避害的生物性本

能, 是人类心理独特性的所在。近些年来关于保

护性价值观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 , 为人们理解

“舍生取义”背后的心理加工过程提供了神经生理

层面的证据。从已有研究结果来看, 人们之所以

可以为了某种坚守的信念而对抗物质诱惑甚至舍

弃生命, 一方面在于保护性价值观是以一种道义

主义的绝对规则方式进行表征和建构的, 这使得

人们在进行比较和决策时更多地只需要遵守, 而

较少进行利弊权衡; 另一方面, 由于保护性价值

观与自我和道德认同过程紧密相关, 这使得保护

性价值观被主观赋予了最高价值, 且一旦被强制

纳入到利弊计算模式还会激发个体反抗性的愤怒

情绪 , 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这种信念的坚

守。总的来说, 目前对该问题的探讨正处于刚刚

起步的阶段, 尤其国内对该领域的实证研究还比

较缺乏, 未来可能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

步探讨。 

首先, 可以借鉴保护性价值观的研究范式和

思路 , 开展对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实证研究探

讨。当前, 如何培育和践行“诚信”、“爱国”等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使之能够获得全社会的广泛认

同并能在教育、精神文明创建及社会发展的方方

面面中发挥引领作用, 是广大学者和教育工作者

长期关注的问题。而这种认同和转化的关键, 便

是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到个体的核心

价值观中。然而, 对于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结构、

作用机制甚至神经表征问题, 目前都很少有研究

者进行过探讨。虽然保护性价值观和中国人所说

的核心价值观是不同的概念, 但可以借鉴国外对

保护性价值观认知神经机制探讨的范式和思路 , 

开展对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实证研究。具体而言, 

可以从动态加工过程和静态结构两个方面进行推

进。一方面, 基于前文论述可知, 保护性价值观得

以对抗利弊权衡 , 可能是“冷”认知规则系统和

“热”主观赋值和情感激发系统的相互作用的结

果：前者给个体提供最直接的价值选择, 后者是

通过自我认同、道德情感等方式帮助个体忽视现

实利益的考虑。核心价值观也有类似的功能, 那

么其作用模式是否也与保护性价值观相似？未来

研究中可以参考相关实验思路进行检验。另一方

面, 前人研究结果已经发现价值观具有稳定的神

经基础, 在大脑功能的自发活动甚至结构层面都

有所体现(Zacharopoulos et al., 2016; Zacharopoulos 

et al., 2017)。鉴于核心价值观在人格系统中的稳

定地位, 未来研究可以借鉴相关技术, 如探索其

在大脑静息态和结构态上的存在和表现形式, 以

达到对这一问题更为深入的认识。 

其次, 在借鉴国外保护性价值观的研究思路

时, 应充分意识到文化差异和内涵所指不同的问

题, 不能盲目照搬。目前, 对保护性价值观的研究

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而 Kaplan, 

Gimbel 和 Dehghani 等人的研究发现, 伊朗、美国

和中国被试在加工保护性价值观过程中大脑激活

模式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中国被试在加工保护性

价值观时与非保护性价值观脑激活差异最小, 他

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在东亚文化下的被试更强调

辩证思维模式和背景依存型的自我建构方式。但

实际上, 上述结论很可能是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所

导致的：保护性价值观是从宗教中的“神圣价值

观”中发展而来的, 在这种内涵界定下, 普遍持无

神论的中国被试很难像伊朗和美国被试一样表现

出明显的保护性价值观加工模式。这提醒我们 , 

西方文化下所界定的保护性价值观和中国人所认

为的应当受保护的价值观存在明显的不同。以本

文所举的“舍生取义”为例 , 中国传统文化下的

“义”当表述为超越自我、面向现实世界的正义, 是

人间正道的准则 , 具有强烈的道德涵义(荆惠民 , 

2006), 是不可能包括类似宗教狂热分子所持的极

端价值观念的。因此, 在国外研究框架内所探讨

的保护性价值观(尤其是与宗教有关的保护性价

值观)和中国文化中所提倡的能够使无数仁人志

士安身立命的保护性价值观, 不论是在内涵还是

作用机理上都有显著不同。这样, 完全在西方保

护性价值观的语境和框架内进行研究, 盲目照搬

而不考虑中国实际情况便存在极大的问题。所以, 

今后在中国文化和社会环境下探讨保护性价值观

问题时, 需要深入思考其内涵究竟为何, 防止削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546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9 卷 

 

 

足适履, 以西方文化下的概念来强行解释中国人

的心理。 

最后, 需要科学开展对中国人保护性价值观

或核心价值观的干预和正确引导的应用实践研

究。价值观干预和引导的第一步, 在于界定何为

正确的价值观。然而, 在当前的操作性定义之下

(拒绝与那些仅仅具有经济价值的客体相交易的

价值观), 保护性价值观是一个中性的概念, 因此

宗教极端团体所持有的狂热理念也可以被囊括入

内。而在中国学者对价值观的主流定义中, 价值

观是有正确与错误之区别的, 是人们用来区分好

坏、美丑、益损、正确与错误的信念系统(黄希庭, 

2014)。这里便存在着价值观研究和界定中“形式”

和“内容”之间关系的问题：仅仅是简单粗暴地用

操作性定义划定一条是或否的区分线, 还是应当

赋予其更多的价值和社会引导内涵。无疑, 当前

研究中对保护性价值观的操作性定义使得这一问

题更容易在实验室中进行经验验证(舒跃育  等 , 

2019), 但将价值观还原为市场价值隐喻, 会使人

本身失去了其内在固有价值。因此, 今后在借鉴

国外保护性价值观的研究成果, 进而对正确核心

价值观的认同和培养开展干预和引导的应用实践

过程中, 需要明确价值观界定中“形式”和“内容”

之间的关系 , 不能用已有的操作性定义一刀切 , 

而是需要更为深入地思考和更加科学精准的定义, 

并探寻其背后的形成作用机理, 如此才能提升价

值观在行为塑造和社会心态引领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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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 people “sacrifice life for righteousness”?  
An explanation from the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of protecte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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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earch Center for Psycholog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2 School of Management, Hainan University;  

Hainan Institut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Protected values are those which people refuse to trade for any other value, especially for 

economic value. The evidence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provides two reasons why 

people exhibit the behavior of “sacrificing life for righteousness” for protected values, such as defying their 

own interests or even giving up their life. This is because protected values are characterized and constructed 

by an absolute rule of deontology, which makes people less likely to weigh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 trade; protected values are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cesses of self-identity and moral 

identity, and thus are subjectively endowed with the highest value.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people based on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protective values, 

focus on its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arry out the corresponding practical research on intervention and 

guidance of correct values.  

Key words: protected values,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deontological, utilitarian, backfir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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